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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邻里信任根植于社区居民的日常性交往活动中，而户籍制

度在空间层面制造的居住隔离会形成群内型互动模式并强化进城农民和

本地市民各自的邻里信任。利用 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本文

考察了中国城市社区中的户籍隔离对邻里信任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

究发现如下：(1)进城农民对邻居的信任会随着居住隔离程度的增加不断

提高，但本地市民的邻里信任并不会受到该因素的影响；(2)不管是进城农

民还是本地市民，户籍隔离程度越高，两类群体各自的邻里互动规模越

大、质量越高，而这又提升了两类群体各自的邻里信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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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资本概念自布迪厄开创性地提出，并经过科尔曼、普特南等学者的

阐释和提炼，已发展成为当代社会学理论的标志性成就（Bourdieu, 1987；Cole⁃
man, 1990；Putnam, 1993）。作为社会资本的最重要表现形式，信任是社会科

学领域的重要议题，其被视为是构建和维持政治经济秩序的最基本要素，并

在经验层面也被证实具有拉动经济增长（Knack & Keefer, 1997）、提升社会

治理绩效（Putnam, 1993）等积极作用。

受到西方学术界掀起的关于信任的研究热潮的影响，中国学者较早开

展了对该问题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在理论层面，国内学者最关注的是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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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信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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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构建的信任理论与中国情境的适用性问题，并试图挖掘信任在中

国文化传统和制度环境下的独特内涵。例如，西方学者总体上对中国社会

存在过于信任熟人的传统持批判态度，认为这阻碍了中国转型为以陌生人

信任为特点的现代社会（福山，2001）。然而，中国人对信任对象及其范围的

认识实际上具有很强的伸缩性，文化的变化是与社会变迁密切关联的，因而

信任能够在制度转型期的中国发育出新的表现形式（杨宜音，2008）。在对

信任进行本土概念化上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也为后续经验研究的开展提供了

理论基础。在具体分析中，国内学者证实了中国社会的人际信任也具有类

似于在西方社会中所发现的效应，即对市场经济的运转和基层社会治理具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张维迎、柯荣住，2002；陈捷等，2011）。另一方面，基于

制度的社会分层视角被引入到对人际信任形成来源的研究中，试图从信任

问题切入来探索社会不平等的结构性根源。在以此思路展开的研究中，结

合中国城镇化的现实背景，户籍制度与社会信任的关联受到了学者们的格

外重视，并证实了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下，市民与农民的社会信任在

结构特征和影响因素上存在着显著差别（胡荣、胡康，2008）。

改革以来，户籍制度对城乡社会的固化作用正随着高速城镇化所释放

的人口流动力量而日益减弱。但在城镇内部，户籍身份又制造了以劳动力

市场分割和公共产品不均等分配体系为特点的新型二元分割体制（柳建坤，

2017；苏黛瑞，2009），这被证实会加剧不同户籍群体的地位分化与心理隔阂

（陈云松、张翼，2015），因而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社会融合过程提出严峻

挑战。在这一点上，人际信任具有消除群体偏见、促进群体间沟通以及化解

冲突等作用（Simmel, 1950：318），特别是对于推进中国的农民工群体融入城

市社会并完成市民化具有关键意义。现有研究更多关注的是作为弱势群体

的农民工在城市中对他人以及对制度的信任状况，并分析了这种信任状况

与主观层面的幸福感和公平感之间的联系（吴奇峰等，2017；徐延辉、刘彦，

2018）。虽然也有学者从实证层面进行了进城农民与本地市民的信任比较

研究（黄荣贵、孙小逸，2013），但都是以特大城市为抽样范围，这使我们有理

由怀疑相关结论对其他规模或类型城市的适用性，因而没有把握确证作为

一种整体性制度安排的户籍制度对信任的影响具有普遍性意义。更为关键

的是，这些研究所设定的分析场域停留在较为宽泛的城市层面，没有深入到

日常交往空间的社区来考察信任差异的复杂逻辑，仅展示了户籍身份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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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信任的直接效应，因而对研究发现仅仅采用了较为简单的“歧视”逻辑的

解释策略，无法展现导致信任出现户籍分割效应的具体作用机制，这使得我

们对户籍制度与邻里信任的因果关联中的具体运作逻辑仍不得而知。

鉴于此，本研究将在社区层面考察进城农民与本地市民的邻里信任差

异，并着眼于社区作为所在居民的居住和交往空间的基本属性，从两类身份

群体的居住选择以及互动模式的特征来分析信任差异格局的生成逻辑，并

利用基于全国范围抽样的 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数据进

行实证分析，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信性和适用范围。这样，本文将提供反映

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内部邻里信任状况的证据，并展示户籍身份、居住和交往

模式与人际信任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凸显户籍制度在微观的地理和社会空

间所产生的独特影响。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在第二部分，我们将依托社会

资本理论来分析信任生成的互动逻辑以及与户籍隔离的关系，并立足于中

国城市社区的发展实际来构建针对不同户籍群体的信任解释框架，据此提

出本文的研究假设；第三部分对本文研究设计进行介绍，包括对数据来源、

变量的操作化方式以及模型设定等方面的说明；第四部分展示实证分析的

结果；最后是对全文的总结，并对具体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二、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同群性”效应和社会信任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基础和表现形式。根据行动者在关系网络中所

处位置的不同，普特南将社会资本区分为结合型社会资本和桥接型社会资

本（Putnam, 2000）。前者通常存在于同质性的行动者的交往活动之中，表现

为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样一种强关系纽带可以有效整合群内

的资源和信息，形成密集的关系网络，由此产生出对群内成员的高度信任，并

衍生出共享规范和互惠行为（Woolcock & Narayan, 2000）。因此，社区居民的

同质性越高，越容易培育结合型社会资本，这表现为邻里间的高度信任。基

于美国社区的调查结果表明，收入、教育以及职业等背景要素相似的社区居

民有着更高的“集体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和社区归属感，其对邻居的信

任程度也显著提升（Sampson, 1997）。相较而言，桥接型社会资本一般需要

以社区居民的异质性为前提。虽然个体间联系较为松散，但有利于扩大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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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流通的范围、提升资源的汲取能力，促进群际信任与合作以及更广泛的分

工协作（Leonard & Onyx, 2003）。由于社区中异质性个体的交往有助于克服

群内互动的封闭性和排斥性问题，因而可以将针对特定个人的特殊信任扩

展为针对非特定对象的普遍信任。针对美国公众的研究表明，那些异质性

高并且互动频率高的群体在获取信息来源的多样性上更有优势（Erbe,
1962）。针对法国金融精英群体的研究结果也显示，不同亚群体的成员表现

出更明显的互惠交易行为（Frank & Yasumoto, 1998）。

但是，如果上述异质性发展为身份或地位上的分割，那么在社区内部就

会演化为居住隔离（residential segregation）问题，并且会造成行动者对邻居

的信任范围收缩到群体内部，反而会提高对群内成员的信任，降低对群外成

员的信任。这是因为当交往范围被限制在群体内部时，这种本地性互动极

易产生某种“同群性”效应，也即群内成员的心理和行为会相互影响（Glaear
et al., 2000）。尤其是弱势群体的互动模式会表现出更加明显的“同群性”，

通过互助行为来抵御居住隔离带来的生活风险，因而他们对群内其他个人

的信任远高于对群外个体以及社会的信任。例如，美国长期存在严重的收

入不平等和种族歧视，并以此形成了社区内部的隔离模式，低收入者以及有

色人种对与他们相似的邻居明显更为信任，但对陌生人以及社会的信任处

于很低的水平（Putnam, 2000；Alesina & Ferrara, 2002）。这种“同群性”效应

同样适用于分析中国进城农民的居住隔离与邻里信任的关系。

（二）居住隔离与邻里信任分化

居住隔离是全球范围内各大都市普遍存在的现象（Marcuse & Vankem⁃
pen, 2000）。中国也没有例外，但其特殊性在于，形成了与户籍制度紧密相

关的以身份与市场地位为基础的居住隔离模式，而这一现象必须在城镇化

和住房市场化的历史背景下才能得到更加深入的认识。在计划经济时期，

单位是中国城市的基本单元，它具有就业、生活、社会保障以及思想教育等

全方位的社会功能（路风，1989）。由于城市的生活空间是按照单位大院的

方式组织起来的，其内部成员在身份和地位上的差异性很小。改革开放后，

城市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住房市场化改革，居住空间的分配原则逐渐从行

政级别或单位身份向市场地位转变，市民的阶层化差异日益显示在空间分

布上（刘精明、李路路，2005）。与此同时，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数以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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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农民走出乡村流动到城市，户籍制度带来的农民工与市民的地位分层

效应也开始汇聚到同一空间场域，并凸显为双方在选择居住场域上的能力

差异。城镇劳动力市场所存在的基于户籍身份的“部门分流”以及“同工不

同酬”是进城农民的工资收入难以大幅度提升的制度性原因（柳建坤，

2017），这就在客观上限制了该群体选择优质住房及社区的能力。而且，长

期以来，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采取的是基于户籍身份的分配原则，这就使非

本城市户籍的人口难以参与到保障性住房这种重要的公共品的分配之中

（苏黛瑞，2009）。即使对于实现了经济地位跃迁的农民而言，也可能因以户

籍为标准的住房市场进入权限而遭遇制度性排斥。这样，进城农民被推向

边缘化的“城中村”或城乡结合部，不得不选择与本地居民混居的策略。即

使处于同一社区，两类户籍群体的互动仅限于经济利益上的正式性交往（如

收租），缺乏日常性交往和情感性交流，基本上处于互动隔绝的状态。

如果进一步观察的话，就会发现这样一种基于户籍的进城农民与本地市

民居住隔离的情况，即由于进城农民在主观上更倾向于住在一起，或者因本

地市民的排斥，在城市社区内部形成了基于户籍身份的农民工“小聚居”的空

间形态（李志刚、吴缚龙，2006）。对于农民工而言，他们的交往圈子是基于亲

缘、地缘等纽带而建立的，这也构成了他们在社区中进行日常互动的基本范

围。项飚在对 20世纪 90年代的北京“浙江村”的研究中指出，温州人向北京

迁移的轨迹表现出基于血缘和地缘纽带的“链式流动”特征（项飚，2000）。

同时，语言、生活经历、经济地位以及闲暇时间上的巨大差异，使他们与本地

居民的交往存在客观障碍，而且来自本地人的歧视也遏制了其主动接触的

动力，因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关系网络。王颖在对上海市移民社区的

调查中也发现了上述类似的情况（王颖，2002）。另外，李树茁等基于经验数

据发现，较低的经济地位反而有助于农民工在群体内部建立社会支持网络，

相互提供物质保障并进行情感交流，这增强了其对本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

感（李树茁等，2007）。符平利用全国性调查数据获得了更为可靠的发现，即

农民工的互动强度呈现出从家庭内部向外部成员逐渐减弱的差序格局特

征，并且其交往的对象与信任的对象基本上是重合的（符平，2013）。

因此，进城农民所遭受的制度性排斥导致他们在居住空间上以“缘聚

型”方式大量聚居在由本地市民提供住房的社区中，从而形成邻居也多为进

城农民的居住格局。而且社区中进城农民的比例越高，与本地市民互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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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就越小，从而居住隔离程度越高，“同群性”效应更加明显。因此，我

们假设：

假设 1a：进城农民对邻居的信任水平要普遍高于本地市民对邻居的信任

水平。

假设 1b：居住隔离程度越高的社区，进城农民对邻居的信任水平也

越高。

另一方面，对于已经长期扎根于本社区的市民而言，其内部的互动网络

在外来人口进入之前就已经根深蒂固地存在，并且在结构上较流动人口更

为稳定，交往规则也在长期的互动过程中日益完善。因此，即使本地市民因

身份差异很难与进城农民交往，其所拥有的地方性互动网络也为产生邻里

信任提供了其他渠道。徐晓军对上海、深圳等城市的移民社区的调查发现，

本地人参与社区管理的积极性更高，对社区事务的投入力度更大，邻里间有

着频繁且深入的交往，彼此的亲密度更高（徐晓军，2001）。李培林针对“城

中村”的研究表明，本地人之间存在着非常稳固、持久的交往网络（李培林，

2004）。尽管他们可能与外地人混居在一起，但其主要交往还是限于本地网

络。另外，在城市社区中，基于兴趣、爱好而自我组织的各种社团，是增进邻

里信任的重要途径，但其中的参与者以本地居民为主。胡荣和胡康在对厦

门市的经验研究中发现，无论居住在哪种社区，本地市民在社区团体中的参

与可以显著提升其对邻居的信任（胡荣、胡康，2007）。黄荣贵和孙小逸将研

究对象聚焦于上海市民，发现上海本地人参与的社团类型越多，互动的范围

越大，对本地邻居的信任度越高（黄荣贵、孙小逸，2013）。总之，尽管不少本

地市民与进城农民住在一起并形成邻里关系，但是他们的互动网络主要还

是在本地人的圈子里，大部分社区活动的参与者也是以本地人为主。本地

居民的这种居住网络和交往网络的分化，使得他们对于邻居的信任水平受

到社区中进城农民聚居的影响很小，因此，我们假设：

假设 2：户籍隔离对本地市民邻里信任水平的影响小于对进城农民邻里

信任水平的影响。

（三）居住隔离、社会互动与邻里信任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资本根植于由互动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和社会

交换之中，社会资本和社会信任是高度相关的（Putnam, 1993）。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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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互动形成的社会网络可以显著提高社会信任水平①。因此，不管对于

本地市民，还是进城农民，尽管他们的邻里信任水平可能存在差异，但只

要他们能够与周边的邻居形成交往和互动，那么这两个群体对邻居的信

任水平都能显著改善。尽管“存在基于户籍身份的居住隔离问题”，也就

是大量的农民工聚居在一起而与本地市民隔离，但只要这两个群体愿意

与他们的邻居交往和互动，居住隔离本身对于邻里信任的影响就会被削

弱。随着社区中农民工比例的提高，进城农民和本地市民对于各自身份

地位认知的差异变得更加明显，从而强化两个群体的“同群化”效应。这

种同群化效应会促进群体内部的社会互动，从而增加各自的邻里信任。

因此，我们假设：

假设 3：户籍隔离加强了本地市民和进城农民各自的群内互动，从而提

升了两类群体各自的邻里信任水平。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由中国人民大学主持并实施的 2012年“中国综合

社会调查”②。CGSS2012调查范围覆盖中国大陆 29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海南省和西藏自治区除外），134个市（区/县）、372个街道（乡镇）和 488个
居委会（行政村），共 11765个样本。本文将分析对象限定为在城市社区居住

的成年个体。在本研究中，户籍身份和是否本地人③成为区分社区同质性或

异质性的两个标准，我们对由此划分的四种身份群体采取如下定义：接受调

查时在城市居住或工作，户口登记地在本地、拥有农业户口的 18周岁以上的

人称为“本地进城农民”；户口登记地在外地、拥有农业户口的 18周岁以上的

人称为“外地进城农民”（这两类群体统称为“进城农民”）；户口登记地在本

地且拥有非农业户口的样本是“本地市民”；户口登记地在外地且拥有非农

业户口的样本称为“外地市民”。在剔除了变量及缺失值的样本之后，我们

①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社会信任对于社会互动的显著影响。准确地说，社会互动和社会信任是高度

相关、相互促进的。

② 关于该数据的详细介绍，请参见 http: //www.chinagss.org/。
③ 户口登记地在本县的归为本地人，否则为外地人。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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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 3007个样本，其中进城农民有 771人，占 25.64%（其中本地进城农民

579人，占 19.26%；外地进城农民 192人，占 6.39%）；本地市民有 2038人，占

67.78%；外地市民有 198人，占 6.58%。由于本文的核心关注点是进城农民

与本地市民的社会互动与邻里信任关系问题，因此剔除了 198个外地城市居

民的样本。最后进入分析的有 2809个样本，其中进城农民 771人，本地市民

2038人。进一步对样本中的 280个社区的不同身份群体的混居情况分析表

明，这些社区中进城农民的比例从最少的 3%到最多的 100%不等。因此，中

国城市社区目前普遍处于本地市民和进城农民混居的状态。

（二）变量操作化

1.因变量

在CGSS问卷中，受访者对邻居的信任水平所对应的题项是：“您对邻居

的信任程度如何”，答案的赋值方式为：1=非常信任，2=比较信任，3=不太信

任，4=完全不信任。为便于实证结果的解释，我们将因变量的赋值方式进行

反向调整，即数值越大，表示对邻居的信任度越高。

2.自变量

本研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社区户籍隔离对不同户籍群体的邻里信任水

平产生的影响，这涉及户籍身份和社区户籍隔离两个关键变量。首先，在筛

选出城市居民样本的基础上，我们根据户籍是否属于农业户口和户籍所在

地是否属于本地生成了区分本地市民（赋值为 1）和进城农民（含本地进城农

民和外地进城农民，赋值为 0）的二分变量。其次，社区内部的居住隔离通常

是指居民基于某种特征而产生的同质性或差异性程度。学术界通常采用“分

异性指数”（dissimilarity）进行测量，并且又可以将其细分为基于整体的（glob⁃
al）和基于局部的（local）分异指数。研究表明，局部分异指数对测量城市内部

不同社区在居住隔离程度上的差异性更为精确（Wong, 1996）。但在较近的

研究中，张文宏和刘琳指出，在局部分异指数基础上改进的“孤立指数”对衡

量社区内部不同群体的比例差异更为有效（张文宏、刘琳，2015）。参考局部

分异指数的计算公式，我们构建了孤立指数：

Pi = 100 ×( )XiX ( )Xiti （1）
由于本研究是从户籍性质和户籍所在地来考察社区的异质性程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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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具体定义如下：X表示在所有社区中进城农民的总人口数，ti和 Xi分别代

表社区 i内全部常住人口数量和进城农民的人口数量。孤立指数Pi越高，表

明社区内进城农民的比例相对较高，其孤立程度越大，与本地市民的交往机

会越少。

群内互动是本研究所假定的机制变量。CGSS2012仅设置了关于受访

者与邻居互动的问题，因而无法获知不同户籍群体的群外交往的情况。针

对邻里互动变量，我们主要关注“规模”和“质量”这两个维度，并分别用“您

见面会打招呼的邻居有多少个”和“在需要时，您可以寻求帮助（如帮着浇

花、照顾宠物、提供建议）的邻居有几个？”来表示。二者均为定序变量，答案

赋值方式为：1=没有、2=1~2个、3=3~4个、4=5~9个、5=10个以上。

本文对可能使受访者对邻居的信任产生影响的因素加以控制，主要包

括：（1）年龄；（2）性别，女性=0，男性=1；（3）婚姻状态，无配偶=0（包括未婚、

离异和丧偶），有配偶=1（包括同居和已婚）；（4）政治面貌，非中共党员=0，中
共党员=1；（5）受教育年限；（6）工作状态，无工作=0，1=有工作；（7）家庭年收

入（单位：元），在统计模型中纳入其自然对数；（8）自评社会地位，变量取值

范围为 1~10，数值越大，表示地位越高；（9）住房产权，该变量在问卷中对应

的题项是“您现在这座房子的产权是否为个人所有”，答案赋值方式为：0=
否，1=是；（10）主观幸福感，该变量的取值范围为 1~5，数值越大，表示幸福水

平越高。

上述变量的基本统计量报告于表 1中。可以看到，孤立指数说明了社区

中出现了居住隔离的趋势，大量进城农民与本地市民居住在同一个社区构

成了社区空间的基本格局。此外，进城农民对邻居的信任程度显著高于本

地市民，并且与邻居的互动质量也更佳。

表1 模型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结果

变量

邻里信任水平

社区户籍隔离指数

邻里互动规模

邻里互动质量

年龄

全样本

N=2809
2.99
0.16
6.25
3.16
48.32

本地市民

N=2038
2.97
—

6.23
3.03
50.04

进城农民

N=771
3.03
—

6.29
3.49
43.78

差异检验

2.12*
—

0.34
3.13**
-9.26***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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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性别（1=男性）

婚姻状态（1=有配偶）

政治面貌（1=中共党员）

受教育年限

工作状态（1=有工作）

家庭年收入

自评社会地位

住房产权（1=有产权）

主观幸福感

全样本

N=2809
51%
80%
16%
10.13
0.58

60077.42
4.21
0.48
3.86

本地市民

N=2038
51%
80%
20%
10.92
0.54

64612.33
4.22
0.53
3.87

进城农民

N=771
50%
81%
6%
8.06
0.70

48090.22
4.19
0.36
3.83

差异检验

0.163
0.194*
77.37***
-17.53**
55.18***
-5.43***
-0.43
67.62***
-1.33

注：（1）分类变量报告百分比，连续变量报告均值；（2）差异检验的方法为卡方检验（分类变

量）和 T检验（连续变量）；（3）*p< 0.1, **p< 0.05, ***p< 0.01。

（三）模型设定

描述性分析结果清晰地显示，当前中国的城市社区出现了基于户籍身

份的居住隔离状况，而在其中的进城农民和本地市民在邻里信任上存在

显著的分化现象。这提醒我们需要关注居住隔离与邻里信任之间的因果

关联，本文的回归分析部分将对此提供经验证据。由于因变量是定序变

量，本文使用有序逻辑斯蒂模型（Ordered Logit Model，OLogit），具体设定如

式（2）：

Trust_neighbori = α + β1*Identityi + γ1*Pi + δ1*Interactioni + θ1*Xi + εi （2）
在式（2）中，Trust_neighbori表示社区居民对邻居的信任水平。Identityi是

社区居民的户籍身份变量。Pi是所构造的某一社区的户籍隔离指数。我们

将观察在加入该变量后，Identityi的系数显著性以及大小所发生的变化，以判

断户籍身份是否间接地影响邻里信任。Interactioni是表示邻居互动的规模

和质量的变量。由于我们假定户籍隔离是通过影响进城农民和本地市民各

自的群内互动来影响邻居信任的，因而在关注变量 Interactioni的系数的同

时，还需要考察其在加入变量Pi之后的系数的变化。此外，Xi代表本文所设

定的一组控制变量，εi表示干扰项。

（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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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户籍身份和户籍隔离对邻里信任的影响

这一部分的实证分析主要是比较社区户籍隔离对两类户籍群体各自的

邻里信任的影响。表 2汇报了针对邻里信任采用OLogit模型进行估计的统

计结果。模型 1只包含了控制变量，其结果显示，年龄、工作状态、住房产权

以及主观幸福感的系数均在统计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年龄越大、有工作、有

自己房子以及幸福感越强的社区居民对邻居的信任度越高。因此，相对稳

定的工作和居住状态、幸福的心理状态是影响邻里信任的重要因素。不过，

客观意义上的教育水平和收入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即受访者的受教育程

度越高、收入越高，对邻居的信任度反而越低。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低收

入者对他人的信任更高，因而印证了以往国内外信任研究所取得的发现（黄

荣贵、孙小逸，2013；Sampson, 1997；Alesina & Ferrara, 2002），表明地位分割

对邻里信任的影响在中国以及西方社会是比较相似的。

表2 户籍隔离对社区居民邻里信任的影响

年龄

性别

婚姻状态

政治面貌

受教育年限

工作状态

家庭年收入

住房产权

自评社会地位

主观幸福感

户籍身份

户籍隔离

户籍身份*
户籍隔离

模型1
全样本

0.015***
0.008
0.094
0.014

-0.040***
0.188*

-0.130***
0.179**
-0.009
0.296***

模型2
全样本

0.016***
0.002
0.087
0.016

-0.033**
0.175*

-0.125***
0.193**
-0.011
0.295***
-0.163

模型3
全样本

0.017***
0.001
0.076
0.017

-0.031**
0.168*

-0.118***
0.197**
-0.012
0.297***
-0.081
0.070**

模型4
全样本

0.016***
-0.005
0.070
0.024

-0.031**
0.161

-0.118***
0.181**
-0.012
0.301***
-0.391**
0.191***
-0.155**

模型5
进城农民

0.018**
0.124
0.205
-0.249
0.012
0.176

-0.152**
0.275
-0.015
0.426***

0.278***

模型6
本地市民

0.015***
-0.050
0.017
0.111

-0.054***
0.159

-0.104**
0.151
0.006
0.245***

0.026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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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切割点

pseudo R2
样本量

模型1
全样本

略

0.036
2809

模型2
全样本

略

0.036
2809

模型3
全样本

略

0.037
2809

模型4
全样本

略

0.038
2809

模型5
进城农民

略

0.076
771

模型6
本地市民

略

0.037
2038

注：（1）限于文章篇幅，未报告标准误；（2）*p< 0.1，**p< 0.05，***p< 0.01。下同。

身份分割也是影响社区居民信任的重要因素，并且导致了当代中国城

市社区内部进城农民和本地市民两类群体的对立。为验证社区居民的邻里

信任是否存在基于户籍身份的分化情况，我们在模型 1的基础上加入了户籍

变量，由此形成模型 2。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后，户籍变量的

系数为负（-0.163），也就是说本地市民的邻里信任水平明显低于进城农民，

但是该系数没有通过 1%的显著性水平的统计检验（p>0.1），因此假设 1a并没

有得到证实，即户籍身份本身并没有对邻里信任产生直接的显著影响。

除了考虑户籍身份对信任的直接效应外，本文更关注的是户籍身份

在社区层面造成的居住隔离对邻里信任产生的影响。为此，我们在模型 3中
进一步加入了户籍隔离变量，并且该变量的系数在统计上显著为正（系数

0.070，p<0.05），这表明社区内部因户籍身份差异而造成的隔离程度越强，居

民对邻居的信任水平提高越显著。与此同时，户籍身份变量的系数仍然不

显著。这意味着户籍制度对居民的邻里信任的影响并不完全是通过制造身

份上的差异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在社区内部制造的居住隔离来间接实现的。

最后，我们在模型 4中加入了户籍身份与户籍隔离的交互项，以判断社

区户籍隔离对本地市民与进城农民的邻里信任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一方面，表示主效应的户籍隔离变量在统计上显著为负（系数为-0.391，p<
0.05），这说明本地农民对邻居的信任程度显著低于进城农民。另一方面，交

互项显著为负（系数为-0.155，p<0.05），这表明本地市民对邻居的信任水平

与进城农民对邻居信任水平的差距会随着社区内部户籍隔离程度的提高而

扩大。也就是说，随着户籍隔离程度的提高，进城农民对邻居信任水平的提

高程度相对于本地市民而言会更高。这证实了国外学者所发现的信任生成

的“同群性”机制在中国城市社区的存在（Alesina & Ferrara, 2002）。但与西

（续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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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社区因种族身份造成的居住隔离不同，中国的移民社区更多呈现的是户

籍异质性，这在限制群际互动的同时，还会强化弱势群体内部的交往，从而

提升弱势群体邻里信任的水平。这支持了假设 1b。不过，由于本地市民的

互动网络的范围更大且稳定持久，因而其对邻居的信任较少地受到社区内

进城农民人群比例的影响。因此，假设 2在这里得到证实。

为了进一步验证户籍隔离对邻里信任关系影响程度的差异，我们构建

了模型 5和模型 6，以比较户籍隔离在进城农民和本地市民两个群体中对

邻里信任的影响。可以看到，户籍隔离对于进城农民的邻里信任产生了

非常显著的正面影响（系数为 0.278，p<0.01），但对于本地市民的邻里信任

却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系数为 0.026，p>0.1）。这再一次证实了假设 1b和
假设 2。

（二）社会互动对户籍隔离影响邻里信任的中介作用

本文认为社区户籍隔离可能是通过影响进城农民和本地市民的群内互

动从而对二者的邻里信任产生不同的影响，本节将对群内互动机制是否存

在进行验证。我们采用依次检验法分别就这两个群体是否存在中介效应进

行检验（温忠麟、叶宝娟，2014）。

在表 3中，针对进城农民的模型 1a的结果显示，户籍隔离的系数显著

为正，这说明在其他背景性因素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因户籍差异而造成

的居住隔离会明显提升进城农民对邻居的信任水平。该变量基于分样本

拟合所得到的系数值为 0.278，要明显大于在表 2的模型 3中基于全样本

拟合的结果（0.070），这进一步确证了户籍隔离对进城农民的邻里信任的

影响更大。

模型 2a和模型 3a分别加入了邻里互动规模和邻里互动质量两个变量。

这两个变量均在统计上显著为正，表明邻里互动的规模扩大以及质量提高，

均能够提升进城农民对邻居的信任水平。而且，邻里互动质量变量的系数

明显高于邻里互动规模变量（0.120 vs. 0.093），这意味着相较于日常性的邻

里交往，互惠型互动对邻里信任的激励作用更强，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进城农

民会因居住隔离而强化内部的支持网络（李树茁，2007）。另外，在加入了上

述两变量后，户籍隔离的系数值都出现了明显下降。这表明户籍隔离有一

部分是通过邻里互动来对邻里信任产生影响的。

专 题

-- 112



http://src.ruc.edu.cn社会学评论2021年第6期

模型 4a和模型 5a是户籍隔离对于邻里互动规模和质量的泊松回归，结

果表明，户籍隔离显著扩大了进城农民与邻居互动的规模并提高了互动质

量。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 3。

表3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进城农民样本）

户籍隔离

邻里互动规模

邻里互动质量

控制变量

所有切割点

pseudo R2
样本量

进城农民

模型1a
OLogit

邻里信任

0.278***

已控制

略

0.076
771

模型2a
OLogit

邻里信任

0.239***
0.093***

已控制

略

0.088
771

模型3a
OLogit

邻里信任

0.227***

0.120***
已控制

略

0.094
771

模型4a
Poisson

邻里互动规模

0.076***

已控制

—

0.078
771

模型5a
Poisson

邻里互动质量

0.147***

已控制

—

0.115
771

注：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态、政治面貌、受教育年限、工作状态、家庭年收入、住

房产权、自评社会地位和主观幸福感。下同。

在表 4中，模型 1b至模型 5b展示的是仅针对本地市民样本的回归结果。

可以看到，户籍隔离并不会影响该群体对邻居的信任水平。在模型 2b和模

型 3b中，与进城农民的情况类似，邻里互动的规模和质量两个变量也会明显

影响本地市民对邻居的信任程度。在模型 4b和模型 5b中，与进城农民类

似，户籍隔离对本地市民的邻里互动规模和质量都有正向影响。这表明随

着社区中进城农民比例增加，本地市民的群体认同会增强，从而促进该群体

内部的互动，“同群”效应再次得到印证。

但比较来看，户籍隔离对于本地市民社会互动的影响程度明显弱于其

对于进城农民的影响。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在进城农民群体中，户

籍隔离对于其进行邻里互动规模的影响系数是 0.076，而本地市民相应的

影响系数仅为 0.025。同样地，在进城农民群体中，户籍隔离对邻里互动质

量的影响系数是 0.147，而本地市民相应的影响系数仅为 0.057。上述发现

都支持了假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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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本地市民样本）

户籍隔离

邻里互动规模

邻里互动质量

控制变量

所有切割点

pseudo R2
样本量

本地市民

模型1b
OLogit

邻里信任

0.026

已控制

略

0.037
2038

模型2b
OLogit

邻里信任

0.008
0.128***

已控制

略

0.061
2038

模型3b
OLogit

邻里信任

-0.005

0.177***
已控制

略

0.078
2038

模型4b
Poisson

邻里互动规模

0.025***

已控制

—

0.049
2038

模型5b
Poisson

邻里互动质量

0.057***

已控制

—

0.068
2038

五、总结与讨论

户籍制度对中国社会分层体系的塑造作用贯穿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

史进程中，其对中国公众在身份构建、生活机会获取以及社会流动实现等方面

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以往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而且随着城市化的加快在城

市内部制造了新的二元分割体制。基于这一现实背景，本文着眼于邻里信任

这一问题，试图探究户籍制度是否产生了新的分割效应。本研究依托于社

会资本理论，强调“社区”这一空间场域在社会资本生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

作用，并结合中国城市社区居住格局的历史进程，梳理出因户籍身份差异而造

成的居住隔离如何通过影响不同群体的互动模式进而影响邻里信任的逻辑。

基于这一思路，本文通过对CGSS2012数据的实证分析，获得了以下发现。

第一，在城市社区中，户籍身份本身并未对邻里信任水平产生显著影

响，但户籍制度可以通过制造居住隔离来影响邻里信任。邻里信任所存在

的户籍分割现象与社区内部的户籍隔离存在密切联系。但是户籍隔离对于

进城农民邻里信任水平的影响要大于对本地市民邻里信任水平的影响。具

体而言，进城农民对邻居的信任水平会随着隔离程度的增加而相应提高，但

本地市民的邻里信任并不会因户籍隔离程度的增加而发生显著变化。

第二，邻里互动是户籍隔离影响邻里信任的重要机制。具体而言，无论

是对进城农民还是本地市民，户籍隔离与邻里互动的规模和质量都高度相

关，而邻里互动的规模和质量又与邻里信任水平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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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隔离程度的增强，也即进城农民在社区中比例的提升，并不意味着两个群

体直接互动机会的增加，反而强化了两个群体内部的身份认同和社会互动，

从而提高了群体内的邻里信任。这从侧面确证了信任生成的“同群性”机

制，即户籍隔离可以通过促进两个群体内部各自的互动来强化邻里信任。

尽管CGSS2012并未询问受访者的邻居是本地市民还是进城农民，但从

本文获得的研究发现和已有的经验证据来看（李志刚、吴缚龙，2006），进城

农民在户籍隔离的社区内部的邻居极有可能是进城农民。在这一假定成立

的情况下，从本研究就可以看出，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内部的邻里信任呈现出

“同群强化”现象，其形成逻辑为：居住隔离会促进进城农民的群内互动，进

而带来邻里信任水平的提高。

在西方国家，混居被证实具有促进信息交流和扩大信任范围的作用（Stolle &
Rochon, 1998），但中国城市的户籍异质性社区未能展现出对信任的类似效

应。本文认为，直接原因是两类户籍群体的交往因户籍身份导致的居住隔离

而受到限制。一旦进城农民在社区中的群际互动被限制，那么强化群内交往

就会成为被动性选择，通过群内互助和情感支持来抵御外部隔离的风险。简

言之，这种邻里信任仅限于小范围的群体，其后果是群体间的隔阂和冲突。

因此，在现实层面，通过改进户籍群体的交往模式并加强心理融合对于在户

籍异质性社区中生成信任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归根结底，扩展邻里信任的范

围，必须以消除城镇内部的二元分割体制为前提，也即只有在保证进城农民

享有工资收入、住房保障等基本物质权利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其在社区

中的交往模式发生转变，进而探寻构建新型社区共同体的实际路径。

当然，本文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其一，信任的内涵极为丰富，不仅包括

本文所关注的邻里信任，还涉及社会信任以及对公共机构的信任，而后两种

信任也是学术界讨论的重大问题。但在理论框架的约束下，我们所进行的

实证分析仅针对邻里信任展开，所获得的发现和结论很难适用于解释其他

类型的信任形成和变化。其二，作为机制变量的邻里互动在现实中的表现

是多维的。除了本文已讨论的规模、质量外，互动的频率以及邻居的背景性

特征等也需要关注。由于CGSS2012数据未设置相应的问题，因而无法在经

验层面对其与社区户籍隔离、邻里信任的内在关联进行验证。其三，本文为

验证中介效应所采用的依次检验法也还存在一些争议，比如结构方程模型

可能是更好的分解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方法（Iacobucci et al., 2007）。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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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将通过改进分析框架、回归模型并获取新的数据资料来

弥补上述缺陷，以期在对这一议题的研究中取得新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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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ential Segregation Based on Hukou System,
Within-group Interactions and Differentiation of

Neighborhood Trust in Chinese Urban Communities
HE Xiao-bin LIU Jian-kun

Abstract：Neighborhood trust is built on the daily social interactions in ur⁃
ban communities, and the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created by Hukou system at
the spatial level would form the within-group interactions mode and strengthen
the neighborhood trust of the migrant peasants and urban citizens. Employing
Data from the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in 2012,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ef⁃
fect and mechanism of the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based on Hukou system on
the neighborhood trust.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Migrant peasants’trust in
neighbors increases as the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ncreases, while urban citi⁃
zens’trust in neighbors does not change with the increase of residential segrega⁃
tion; (2)No matter whether the migrant peasants or the urban citizens,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the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s, the larger the scale of neighborhood
interaction, and the higher the quality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hich improves the trust level of each group respectively.

Keywords：Hukou system;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within-group interac⁃
tions; neighborhood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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